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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Unemployed” consists of young people with low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ities.They differ from the cohorts of their parents because they

have no work experiences in any state-or collective-ow ned enterprise , and
are subject to completely different policies designated by the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s of their daily living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New

Unemployed” has gone through a “system withdraw al” process.They are

now facing an environment of “ system vacuum” that none of other

unemployed groups has ever encountered before.The author emphasizes in

the paper a strategic employment principle of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o

that focused attention and care can be provided and this toughest challenge in

China can be deal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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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在关于下岗失业问题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思维定势是 ,

人们所说的失业下岗往往针对的仅是国有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 ,至多

将原来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包括在内 。但事实上 ,在我们的社会

中 ,还存在另外一个数目庞大的失业群体 ,这个群体至今很少受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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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 ,他们就是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新失业群体”的这么一批人 。

对于他们 ,我们既缺少一个经验层面上的全面描述 ,更没有在政策层面

上对他们进行充分的讨论 ,至于理论层面的梳理 ,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

本研究试图为改变这一现状做一个初步的尝试 ,不过 ,首先 ,我们必须

阐明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及意义 。

一 、“新失业群体”研究:概念与意义

作为一个便于操作的工作定义 ,本研究中所说的“新失业群体” ,指

的是那些在调查期内 ,初中 、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处于失业

状态的 、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 、拥有城镇户籍的年轻人。这

一概念本身 ,有两个显在的关键词 。一是“新” ,二是“失业” 。“新”有两

个内在的规定性 ,首先从年龄的角度出发 ,指的是“年轻”的意思;其次

从“经历”的角度出发 ,把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排除在外 ,以与那些

由国有或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相区别。本文中

所定义的失业 ,指的是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 ,在调

查期内不能通过合法劳动以获得相应收入的状态;出于实际操作的需

要 ,我们假定 ,只要在调查期内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 ,而不论其以前或今

后是否能够摆脱这一状态 ,都被我们纳入这一范畴 。

虽然依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得不到关于这个群体总体规模的确切数

据 ,但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 、在一些地方 , “新失业群体”的绝

对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有或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 ,而且这个数

字还在不断增长之中。以长春市为例 , 2004 年 6 月的统计数字显示 ,

该市 9个区已有 3个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人数超过“就业转失业

人员” ,而其他 6个区中两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另有数据显示 ,2001

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1100万人 ,实际新增劳动力 800万人;2002

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1400万人 ,实际新增劳动力 1000万人 。在

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中 ,实现就业的比率只在 40-50%之间 ,这就意味

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处于“待业状态” ,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 。

这也就意味着 ,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群体将会成为我国失业群体

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 ,对他们的关注程度显然

还不够。

必须说明的是 , “新失业群体”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 ,

·120·

社会· 2005·4



因为我们还不能找到一个业已存在的政府概念或学术术语与我们对

“新失业群体”的界定完全吻合 。当然 ,这一概念与当下政府话语系统

中的若干概念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其中最为接近的是“新生劳动

力”和“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但是 ,不仅后两个概念本身各不相同 ,且

它们与“新失业群体”也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所界定的“新失业群体”应

该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子集 ,或者换句话说 ,在宽泛的意

义上 ,他们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中的失业人群。1

1 这一说法只能作宽泛意义上的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解。例如 ,在严格意义上 , “城镇新

成长劳动力”还包括那些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部分地出于制度讨论上的便利

(大学毕业生属于人事部门管),部分地考虑到这一概念在实际中的界定方式(这点我们将在

后文谈论),更重要的 ,是考虑到共同的知识背景导致的相近的自我认同 、社会期待 ,我们对

“新失业群体”做了一个学历上的限定:初中 、高中以及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

什么是“新生劳动力” ?虽然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关于这一概念的

政府界定 ,但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这一概念主要是从年龄和就

业经历这两个角度提出的 ,亦即必须同时满足年轻(至于这个年龄段的

政府规定究竟是多少 ,我们不得而知)和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

这两个条件 ,而不管这一劳动力群体中的成员本身就业与否。这一点

从国家对“失业人员”的界定中也可以看出来:“失业人员”包括就业转

失业的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中未实现就业的人员———这从一个侧面证明

了:①“新生劳动力”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对就业状态的内在规定的 ,而

“新失业群体”则包含有这一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的内在规定;②不管

劳动者年龄有多小 ,如果他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后转为失业 ,同

样应该归属于“就业转失业人员”的范畴而不属“新生劳动力”范畴(政

府用“下岗失业青年”这样一个概念来指称他们)。二是在政府的话语

里 , “新生劳动力”在很多场合被化约为初 、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

年轻人。具体地说 ,它包括两部分人 ,一是城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 、高

中毕业生 ,二是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或进城务

工的初 、高中毕业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2002:

404)。而在“新生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户籍的限制 ,

就构成了“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这一概念 ,同理 ,它在很多场合被化约为

城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 、高中毕业生(就业与否同样没有限定)。在政

府的话语中 ,下岗失业人员 、城镇新成长劳动力 、农村富余劳动力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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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 ,构成了当前我国城市劳动力的总体———农村富余劳动力中的

年轻人(如青年民工)和“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一起构成了“新生劳动力”

这一概念的外延 。

至此 ,我们在界定“新失业群体”时之所以把“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

工作经历”这一点作为一个重要的限定的缘由和逻辑也就十分清楚了:

在国家的正式制度中 ,是否拥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乃是某一个

人能否享受到现有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一条非常重要

的分界线;而本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使人们把目光投向

这些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新失业群体”成员的身上 ,去关

注这样的一个差异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及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造

成的后果 。我们并不否认这样做带有非常强烈的政策取向 ,甚至可以

说 ,本研究最终所遵循的 ,亦是一条“从制度到制度”的路径 ,即先由社

会保障制度的规定本身引出我们的问题和研究对象 , 2中间会跳出制

度规定本身的束缚 ,去揭示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 ,但最

后仍会回到社会保障制度本身 ,讨论国家之所以如此这般规定的逻辑

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并提出政策层面上的建议 。

2 需要交代的是 ,本研究的所有个案,都来自我们在长春市所做的田野调查。我们采用了人

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共对 40个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或参与观察 ,同时配有小型问卷调

查。其中“新失业群体”本人 28名 ,其他相关人员(家属 、朋友 、邻居 、国家工作人员 、雇主)12

名。由于该群体很难进入 ,又没有条件进行抽样 ,我们只能选择两个社区(这两个社区是采用

抽样的方式选取的 ,本课题组同步在这两个社区对“老失业群体”做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 ,相

关的数据可参见毕向阳(2005)所做的偶遇访谈 ,并对部分对象的生活圈进行了跟踪和扩大访

谈。我们对本报告不可避免的地方性或片面性特征持有高度的自觉 ,并愿意承担文中失误之

处所产生的任何后果 ,但就对一个社区或“街角社会”的微观解剖而言 ,无论从调查对象的年

龄 、性别结构 ,还是生活经历来看 ,本次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已比较充分 ,完全可以由此归纳出

“新失业群体”的一般特征 ,至于细节上的修正还有待于更大规模的调查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来补充。

二 、“新失业群体”生成的社会背景:一个随年龄变化的连续

谱系

　　虽然“新失业群体”的年龄构成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存在 ,但他们同

时也构成了一个“渐变”的谱系:谱系的一端是很快会步入 30岁的“准

中年人” ,他们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谱系的另一端是刚刚步

入合法劳动年龄的十六 、七岁的青年 ,这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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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实验场 ,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在一种历时

性的对比中洞察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变化是如何在不同

年龄段的年轻人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的。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

结论:

(一)“文革后的孩子们”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这批人 ,自出生以来所面对的是

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 ,或者换句话说 , “以市场为取向

的全面改革”构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共同生活背景 。如果把他们

的父母称之为“文革的孩子们”的话(周雪光 、侯立仁 ,2003),那么 ,他们

则可以被称为“文革后的孩子们” 。虽然所谓“渐进式改革”是这场变革

的主要特点 ,但其中部分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亦不容小觑。一个市

场逻辑不断强化的社会带给他们的除了经济领域内的明显变化外 ,还

带来了教育 、社会福利等诸多领域在政策逻辑上的重大变革 。

这些变革通过两个渠道对“新失业群体”产生影响 ,一是直接作用

于“新失业群体”本身 ,比如他们被抛向市场 ,丧失制度性的社会福利

等 ,这些我们将在后文论述;二是通过对“新失业群体”父母的影响对他

们产生间接作用 。这里想强调的是 ,除了考察各个不同的改革措施对

今日之“新失业群体”在成长过程的各个不同时机的影响之外 ,还非常

有必要同时考察一下各个措施对他们父母的生命历程的影响 ,因为后

者对“新失业群体”所引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和深远。在“新失业群

体”处于青春期或幼儿期 ,他们的父母处于三 、四十岁 ,正是家里的“顶

梁柱”的时候 ,一场“打破铁饭碗”的下岗运动正开始席卷全国 ,几乎与

此同时 ,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破土而出 。必须指出 ,无论对那些孩子还

是他们的父母来说 ,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都是异常严重的变故 ,而其

他政策的逻辑(如教育)在同一时间内的市场化 , 只能是 “雪上加

霜”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无论对成人还是孩子来说都是灾难性

的。由此引发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 ,家庭陷入贫困或解体 ,孩子辍学或

提前工作 。在我们所调查到的今日成为“新失业群体”的这批人中 ,这

样的情况不胜枚举:

“老窦 ,下岗后卖苦力为生 ,妻子原是小学教师 ,后来看到工厂效益

好 ,就去了工厂 ,但是没想到后来厂子黄了 ,就失业了 ,现在别人家做保

姆 ,一周才能回家一次 。老窦很少说话 ,眼神也不灵活 ,邻居们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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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都累傻了' 。老窦的儿子窦健 , 1989年出生 ,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

给减免一些学费 ,勉强读完 ,初中在铁路中学读书 ,初一的第一个学期

上完就再也上不起了 ,孩子辍学在家 ,玩 ,看电视 ,由于母亲不在家 ,孩

子也没有人管。问起窦健每天的生活 ,老窦说`早上八九点起床 ,吃完

饭出去玩 ,就在大山上玩(其实就是一个垃圾山 ,也是附近民工的自留

地),家里没吃的 ,吃不起 ,就捡点菜叶子 ,偷人家种的茄子生吃 ,要不就

偷点玉米烧着吃 。' ”

上面例举的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情况:家庭经济受损对正处于成长

关键阶段的孩子的影响(埃尔德 ,2002)。其实 ,其他社会事件或运动对

某些个人的影响亦不能低估 ,这也成为我们在考察某一具体的个案时

必须首先自觉意识到的。例如 ,各式各样的“严打”和“扫黑”对某些人

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生命事件 ,甚至“非典”也成为某些个案生意失败 、

失业在家的意外因素 。所有的这些意在强调 ,虽然导致每个个案今日

处于失业状态的原因各不相同 ,甚至非常偶然和个人化 ,但都可以在社

会的大环境中找到不同程度的解释变量 。

(二)“生于 80年代的孩子们”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这批人 ,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全不

同于其父母以及兄长的“亚文化” ,甚至可以说 ,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发生

了颠覆性变革 ,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生于 80年代的孩子们”(70 年

代末出生的孩子给自己的一个称谓是“少年留在 80 年代的 70年代

人”)。诚如一篇语言虽尖刻但视角绝对犀利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他

们“拒绝长大并总觉得缺钱” :

“有人说:̀没有知识就要有常识;没有常识就要多看电视。' 生于

80年代的一代人 ,伴随着电视机而长大 ,他们既不考虑知识 ,也不在乎

常识 。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 ,更是为他们确保了富足的成长环境 ,改变

了传统家庭`儿女多饭盆少' 的局面 。`兄弟姐妹' 这四个字从此仅仅成

了字典上的词汇 ;̀孔融让梨' 的情感让人再也难以切肤体会 。

“生于 80年代的一代人有着看似特立独行的品格。他们选择职

业 、结交朋友都凭着个人的喜好 ,并且在心底里为这种独特而自豪。事

实上 ,就业与交友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很难说这种画地为牢式的`独

自选择' 有什么可自豪的独特之处 。在他们看来 ,权威和领袖都与己无

关;传统和稳定是可笑的`老土' 观念。于是 ,他们追求`理想'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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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物质世界的`理想' 。

“成长太痛苦了 ,蜡笔小新是他们面对环境永远的生存方式;幼稚

太艰难了 ,网络和电视是不可放弃的信息交流的源泉 。于是一切的时

尚杂志与电视频道为他们营造起了一个一个的既能实现超凡脱俗的人

格镜像 ,又能保持时尚品味与格调的梦境……他们掉进自足的温柔陷

阱 ,一边还迷离地目视着其他代人的世界 ,高喊着 :̀真讨厌 !我的感觉

好极了。' ”(韩少华 , 2001)

虽然上述的情况并非“新失业群体”所独有 ,而是很多生于 80年代

的孩子们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 ,但这些特征在“新失业群体”的身上 ,

尤其是他们的婚姻观念 、性观念 、职业观念 、休闲观念上表现得更为

明显

(三)“小太阳”和“啃老”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 ,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这不仅

意味着他们的童年可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太阳” ,而且意味

着今天及今后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环境。其中有两点

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1.童年期养尊处优倍受娇惯 ,青年期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小太阳”的地位虽然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 ,

但是父母的一味娇惯在孩子步入劳动年龄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

低估 。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是 ,许多人在工作中缺乏基本的劳动技能 、

经验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

“去年底 ,我在 x 花园当保安 ,干了四天就没干了。每个班 6个小

时 ,冬天太冷了 ,受不了 。12月我在浴池干了半个月 ,不好干 ,无论是

环境还是氛围都不适应 ,强挺了半个月 ,连工资都没拿 ,我就没干了 。

紧接着别人介绍我去一个超市卖肉。第一天卖肉吧 ,一个老太太要绞

陷 ,绞陷要剁皮 ,我不知道 ,就把皮一起给绞了 ,后来老太太找事 ,吵吵

起来 。事情过去了之后 ,师傅倒也没说我什么 ,但怎么着事情也是因我

而起的 ,心里也不舒服。后来的几天我本来以为自己能熟练 ,结果接二

连三的出岔子 ,不会割 ,不会卖 ,始终学不好 ,后来就不卖了 。后来我亲

戚给我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在药店当库管员。每个月能有 900多 。干

了两个半月。不过当库管员责任太大 ,公司总出岔子 ,担不了这个责

任 ,好多老的库管员都不干了 ,我也就不干了 。再加上在那里搬货实在

·125·

他们不再是孩子了



太累了 ,累的手都抬不起来 ,累都没什么 ,就是责任担不起。我什么都

干够了 ,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合适 ,不干了之后就一直在家待到现在。”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除了技能培训不够等因素外 ,其童年时

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一点 ,在他母亲的表述中表现得更为

直接:

“这孩子不咋做家务 ,小时候不让他做 ,都挺大了 ,西瓜籽都不会

吐。瓜子也不会嗑 ,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 。饭也不会做 ,袜子都不会

洗 ,从小什么都没让他做过 。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

下来 。”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这很可能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

素。吉林省女子监狱社教科科长对年轻女犯犯罪原因的分析就从一个

侧面印证了我们的这一观点: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娇生惯养出来的 ,都是父母供着的 ,想要什

么想穿什么 ,说一句 ,父母就递到手上了 。等到有一天父母供不上了 ,

拿不出钱了 ,自己啥也不会呀 ,不知道从哪里拿钱 ,那怎么办? 年轻人

聚在一起 ,也成天寻思这些 ,没有钱怎么办? 年轻人聚在一起 ,血气方

刚 ,就干点什么偷啊 、抢啊的。就这么走上犯罪的路。你说她们本质有

多坏吧 ,也不是 。都是不知道该怎么正当地赚钱 ,再加上以前不好好念

书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她们的通病都是拈轻怕重 ,

懒。让她干这个不干 ,那个也不干 。我们也是要改变她们那种懒的毛

病。不过有些人也改不过来 。进来的时候啥都不会 ,出去的时候还是

啥都不会 。她还是不知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钱 ,出去以后还是重操

旧业 。”

需要说明的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独生子女”存有任何偏见 。

事实上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但

“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方面明显不及非独生子女

的弱点),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绘的大多数“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 、现

象和问题 ,实际上是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

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 、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风笑

天 ,2000)。这也正是我们要花这么多笔墨在这一章里讨论一个“与他

们共同成长的中国社会”的演变历程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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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哺”能力不足 , “啃老”现象普遍

一般认为 ,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后将要面对的是一个“421”的家庭结

构 ,即两个年轻夫妻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 ,同时还需要养育至少一个

子女 。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具体到“新失业群体” ,这样的情况似乎

并不多见 。更为常见的几种情况是:(1)子女需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

活 ,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住在父母的房子里 ,这种现象被称之为

“啃老” ;(2)不依靠父母收入生活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和父母分

居 ,自己出去与异性或同性合租;(3)很多进入结婚年龄甚至晚婚年龄

的青年会选择同居或不同居的性伴侣 ,但并不选择婚姻和子女。我们

将在后面涉及“新失业群体”本人对他们之所以如此的自我解释 ,在这

里 ,针对第一种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 ,“啃老”现象在父母退休 ,子女处于

中年阶段的家庭中更为常见 ,对于我们所调查的“新失业群体”中的大

多数人来说 ,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达到可以领取退休金这样一个年龄段 ,

更常见的一种情况是 ,父母在为生计而奔波操劳(他们事实上就是所谓

的“4050 群体”),孩子在工作上却“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并向家长索

要“零花钱” 。从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两代人不同的生命历程在这样

一个转型社会中发生了怎样的一个戏剧性的“错位”之外 ,还可以联想

到一个问题 ,在这些父母步入老年 ,没有退休金的情况下 ,他们的家庭

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新失业群体” ———会“回

过头来”承担养老的义务吗?

至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新失业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

现的独特群体。他们与 1980年代初所出现的“待业青年”现象的相同

点 ,仅仅限于出现了一大批处于失业状态的年轻人这一表面现象上 。

因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新失业群体”与当初的“待业青年”已经不是同

一类的群体 ,因为“新失业群体”与当初的“待业青年”的家庭环境已经

发生根本变化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业已发生的重大变迁 ,使

得我们已不能再采用当时的办法来解决青年人的失业问题 。这些都成

为我们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要探讨的制度设计的重要背景。

三 、“新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 :自身的体验和观察者的解释

上一部分的分析提示我们 ,近三十年来经济 、文化和家庭领域的重

大变革 ,塑造了一个与过去的“失业青年”或“社会闲散人员”有着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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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行动逻辑的“新失业群体” 。我们可以把这些变革看作他们今日

处于失业状态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这些因素与他们生命周期中的各个

不同重要时机(timing)相关联 ,从而构成了影响他们整个生命历程的

重大事件或社会背景 。然而 ,真正要使这些社会结构性因素发挥作用 ,

还必须有一个“新失业群体”自身对这些因素进行感知和体验 ,并把它

们内化为自身行动的“惯习”的复杂过程 。所以下面我们就需要直面他

们的内心世界 ,考察上述的结构性因素是怎样显现在个人的感知之中

的。我们粗略地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划分为“工作生活”和“非工作生活”

两类 ,前者关涉的是与工作 、就业 、失业 、收入有关的部分 ,后者则关注

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 。

在想象中 ,对“新失业群体”而言 , “失业”似乎应是他们一个最为重

要的共同“经历”或“体验” 。然而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却发现 ,与属于他

们父辈的“老失业群体”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在工厂或单位的工作

经历及情绪激动地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心路历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 ,除非反复追问 , “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对他们的求职或工

作经历的回忆要么轻描淡写 ,要么认为并无任何刻骨铭心之处可言 ,甚

至“失业”一词用在他们身上他们都会觉得并不合适(“我都没有就业

过 ,我失什么业啊?”)。之所以这样 ,除了他们对就业失业的理解与我

们的定义有所不同 、年纪尚轻阅历有限等因素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他们的“工作生活”有着与“老失业群体”完全不同的特征 。其中

有两点尤其重要:

(一)就业与失业之间的转换频繁而又脆弱———“准失业”

状态

　　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新失业群体” ,尽管在调查期内处于失业状

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此之前没有工作 , 3更不意味着他今后也将处

于这一状态 ,对他们而言 ,“今天工作 ,明天失业 ,后天又工作了”这一表

述可能最为贴切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劳动状态” :

3 这里所说的“工作” ,指的是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相应收入。这一界定的思路和依据与我们在

前面对“失业” 、“就业”的界定是一致的。这意味着(1)诸如从事色情 、赌博等非法活动或者其

他犯罪行为的 ,都不应被视为工作;(2)“工作”与“收入”并不是一对必然相连的概念。

“初中毕业以后有三年时间吧 ,断断续续地打零工 。在深圳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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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朋友的一个旅店里当领班 ,后来那饭店兑出去了 ,我喜欢深圳但

是能力又不行 ,在那地方挣 700跟在家是一样的 ,在外面还操心 ,就回

来了 。呆了一段时间 ,就去我姨那学车 ,学了一个多月 ,能上道了 ,考了

票子 。后来给人家开车拉液化气罐 ,后来不干了 ,太累。后来呆着 ,然

后又换……反正这个刚有点眉目就不干了 ,干腻了 ,就换下一个 。这样

换来换去有六 、七个吧。”

过去我们描绘某个个体的劳动状态时 ,要么是失业 ,要么是就业 ,

但通过对“新失业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 ,在就业与失业的“二分法”之

外 ,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我们在这里命名为“准失业”的状态。“准失

业”意在强调被访者在就业失业转换上的频繁脆弱以及由此造成的其

本人对自身劳动状态的模糊认知(例如一个被访者不知道自己究竟属

于失业还是就业)。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的新领域。

对“新失业群体”而言 ,他们之所以会轻易地放弃一份工作的最重

要的主观原因 ,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挣钱” ,而他们之所

以能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一在于 ,他们一般从事的工作进入和退出的“门

槛”比较低 。以我们在长春市所调查的个案为例 ,大多数被访者的月收

入是 300—400 元 ,而他们对自己收入的期待一般是每月 1000 —2000

元 ,这样才够花销 ,否则觉得“缺钱” 。

“我是初中毕业 ,毕业以后在饭店打过工 ,但是不太好干 ,一个是饭

店人杂 ,再一个就是万一赶上顾客脾气不好 ,还得看人家脸色 ,我就不

干了 。后来到一家私人的卫生纸厂子干活 ,一共也就 20多人 ,也没签

合同 ,当初说能挣多一点 ,到时候就变样了 ,找各种借口就不给开那么

多。但是 ,咱们打工不就是为了挣钱嘛 ,一个月三百块钱太少了 ,就不

干了呗。”

其实 ,在一部分“新失业群体”的内心世界中 ,出去找份工作 ,更多

的可能不是出于“养家糊口”这样的生存目的 ,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 ,或

者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 ,或者兼而有之 ———否则的话 ,我们很难

想象一个为了生存的人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工作的机会 ———一旦工作出

现不如意的时候 ,年轻人独特的个性 ,亦使得他们不能够“忍受”工作场

所中的挫折和摩擦:就很容易地会选择放弃:

“我不喜欢工作 。因为工作挣得太少。要是干我也自己干 ,我不给

别人打工 ,现在在外边给人打工挺不容易的 ,人家一不高兴还得说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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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就一千块钱 ,我觉得为了这一千块钱不值得这样 。我以前也干

过 ,我在黑水路 、南湖那边干过床子 ,卖点女孩用的东西 ,头卡什么的 ,

一天最多能挣 50元 。后来不干了 ,太累。我就这么在家呆着有一年

多了 。”

而对他们而言 ,失业期间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闲适”来形容 ,年轻是

他们最大的“资本” ,以至于他们可以慷慨地“消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昨天 9点起床 ,吃饭。然后看电视 ,看的体育频道 ,看了一场球

赛。这不就中午了吗 ?中午吃午饭 ,再看看电视 ,看看电视剧 ,胡乱看

看。下午 2:00—3:00 去大坝溜达溜达 ,看看那里的老头老太太放风

筝 ,挺有意思的。3 点回来了就看看电视 ,看看体育节目 ,综艺节目 。

就到晚上该吃饭了。吃完饭看看电视 ,到了 9点就睡觉了。每天都差

不多 。”

这样 ,“新失业群体”与“老失业群体”对待“失业”之所以会有两种

完全不同的反应的原因也应该非常清楚了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 ,工

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 ,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

上的受损 ,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 ,在“诉苦”文化的影响下 ,他们更善

于表达诸如“自己损失了什么”这样的话题 , 4而“新失业群体”并没有

这样的体验 ,对他们而言 ,一方面 ,就业与失业之间的转换实在是太频

繁了 ,再加之他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压力 ,或者说工作的目的不

是为了生存 ,所以对“失业”的心态比较平和;另一方面 ,他们对工作的

理解和认识较之他们的父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他们不仅能够接

受临时性的劳动关系 ,而且自身对一份工作的期许也比较灵活:

4 Charlesw orth亦指出了存在于老工人与新工人之间的这种区别 ,那些 40岁上下的人可以

用一种连续的方式描述他们的生活和“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的感觉 ,而他们的下一代则做不

到这一点 ,于是 ,那些被剥夺得最厉害(最无依无靠)的个人理解他们的生活最少 ,同时也最不

可能清晰的表述他们的存在(Charlesw orth , 1999)。

“现在的我们 ,和父母那一辈绝对是不一样了 。谁找工作还指望能

在那个单位干一辈子啊 ?大家都是看如果能有更好的 ,就换呗 ! 除非

是你太热爱这个工作了 ,愿意干一辈子 。”

(二)尽管处于失业状态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收入

“新失业群体”中最“老实本分”的“好孩子”的典型类型是:他或她

“待在家里” ,日出游戏 ,日落归家 ,除非需要特别的消费 ,他们的每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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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并不多 。父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 ,那些不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新失业群体”们(比如出去租

房子同居的),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 ?诸如房租 、伙食 、水电这样的日常

生活必须支出 ,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

首先 ,不否认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虽然不和父母一起居住 ,但仍

然向父母索要“零花钱” , “逃离”原有家庭的原因仅仅在于“图热闹” 、

“省心烦” 、“混社会”或者“求刺激” 。一个被访者这样解释租他家房子

的两对同居青年 ,这两对青年共同生活在一个屋子里:

“他们都是和我一起长大的 ,因为热闹就搬到这里来了 ,因为他们

都有女朋友了嘛 ,跟父母住家里也不方便 ,舌头哪有不碰牙的 ,所以就

住我这了 。我也就是象征性的收点房租而已 ,平时我们总在一起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对他们来说 ,父母已经无力支付他

们长期的索要和逐渐增加的消费 。对大部分“新失业群体”而言 ,我们

也基本上可以排除他们通过以前的工作而存有积蓄的可能:

“(工作的时候)每个月一千多元够花吗?”

“这玩意没啥够的 ,一千不够 ,一万也不够哇 。”女友接过话茬说:

“还不好意思说呢 , 平时打麻将输点 ,自己再买点衣服裤子啥的 , 都

花了 。”

于是 ,一种“依附”关系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种关系的典型表现就

是“全职同居女友”或“全职老婆” :

“我结婚两年了 ,老公是个出租车司机。工资不稳定 ,有时候一千 ,

有时候不到 ,说不准 。我现在没有收入 ,主要就是靠他 。我们挣的钱也

不攒 ,都花了! 挣的多多花 ,挣的少少花……平时 ,白天他下班回来我

就跟他在家待着 ,他挣钱都交给我 ,我管柴米油盐什么的……我就想做

全职太太 !也没想过生孩子的事。”

5 这里并无任何的性别歧视 , “全职同居男友” 、“全职丈夫”以及被“包养”的所谓“小白脸”同

样也是存在的 ,我们在调查中也听闻过这样的个案。只不过在现有的社会舆论中 ,男性这样

的行为大多会被人所不齿而处于“隐秘”状态 ,而女性处于这种情况的大多公开且不会受到舆

论的过分指责。

由此引发的一个新问题是 ,这些“全职同居女友”或“全职老婆”5

的“另一半”如果恰恰也是“新失业群体” ,他们又是从哪里获得收入的

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 “同居和逍遥不可兼得” ,他的“失业”只能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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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短暂的休息或者奔向下一份工作的过渡。除了合法的工作之

外 , “涉黑”或者“涉灰”成为一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你没有收入 ,怎么生活?”

“哎 ,我说没有收入 ,不是说一分钱没有 ,要是那样 ,天天喝西北风

啊。只是不稳定罢了 。今天这挣点 ,明天那挣点。有时候一个月没收

入 ,有时候一下能挣 2000多 ,那就出去潇洒一下。比如说昨天上午 ,我

就替我老大的老婆给检察院送去了 10万 ,看看能不能再少整几年。那

我能不从中得点吗? 明天我还得去趟哈尔滨 ,替哥们`摆事' 。砍人也

能挣钱 ,只是长春的价位太低 ,不如北京 。哎 ,对了 ,你以后要是想砍

谁 ,就来找我 ,你出钱 ,要砍谁 ,砍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只摆摆队型 ,吓唬

吓唬他 ,都给你弄得服服帖帖的。”

甚至还可以更玄:

“我们的适应能力特别强 ,你随便把我扔在哪 ,我都能生活下去 。

就比如现在 ,我们同时出去 ,10分钟后回来 ,我就能拿一 、两千回来 ,你

却两手空空。我不偷不抢 ,这就是能力 。”

可惜的是 ,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重构他们在社会的缝

隙中抠钱的详细过程 。不过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新失业群体”在失业

时获得收入的三种类型———尽管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 ———“啃老” 、“依

附”或“半依附” 、“黑色”或“灰色”收入 。但是 ,他们的消费水平和这些

收入类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而是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

心理密切相关:“啃老”的人可能只能维持简单消费 ,也有可能过得很

“浪费” ;“全职女友”一方面会为柴米油盐犯愁 ,一方面可能也不排斥适

当的奢侈;有“黑色”或“灰色”收入的人的消费则和他们的收入一样是

个“黑箱” 。我们现在还无法在收入和消费之间进行一种列联表式的分

析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作为年轻人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储蓄的

一代 。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用于消费(生存或生活),这对未来的社会

保障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最后 ,关于“新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 ,我们形成的一个预测性判断

是 ,如果说造成某个具体的个人处于失业状态的原因目前还可以更多

地从“个体主观性因素”中去进行归因的话 ,那么随着他们步入中年 ,造

成他们失业的结构性因素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一总判断建立在两

个分判断的基础之上:第一 , 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业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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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 1980年代截然不同的社会 ,一个断裂的社会正在生成 ,它的特

征之一就是一个社会地位再生产的逻辑已经开始显现(孙立平 ,

2003a)。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本才能在社会结构中占据较优的位

置 ,而“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 ,恰恰是资本数量和结构最差的人 ,

他们既没有充足的资金积累 ,创业无望(经济资本);又没有多少可利用

的关系网 ,投靠无门(社会资本),更没有掌握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术或

学历(文化资本),他们只能选择底层社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 。第二 ,即

使是获取这些岗位的当下优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年轻)他们也会逐渐

消失 ,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

业———甚至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 ———随着年

龄的增长 ,新的职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 ,旧的职业也不再像

以前那样可以便捷地进入退出 ,他们的生存空间将逐渐压缩 ,他们的生

存环境将更加恶劣。

四 、“新失业群体”的“非工作生活”

我们选择三个角度来讨论“新失业群体”的“非工作生活” 。

(一)社会地位与流动:未来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
从客观的指标来看 ,如果我们说“新失业群体”属于社会的底层 ,并

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而且无论他们处于就业还是失业状态 ,无论他

们是有收入还是没收入 ,他们都是挣扎或游走在社会底层的一批人 ,他

们的悲欢离合 、酸甜苦辣也始终脱离不了底层社会的生活旋律。正如

我们在前文所述的那样 ,囿于自身所掌握的各类资本的欠缺 ,以及整个

社会发展的趋势 ,他们脱离这个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愿望随着年龄的

增长也将越来越不可能 ,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底层社会的主角。

这里我们想在客观的指标之外 ,强调“新失业群体”本人对他们这

种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感知和体验。历史告诉我们 ,即使在一个社

会各群体经济地位或社会福利相差较大的社会中 ,人们仍然可能获得

一种心理上的“平等感”;但在今天的社会中 , “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

人已经“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社会底层 ,脆弱的生活链条和疲惫的心理

感受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一个极端的说法是:

“我跟你们(调查者)的差距太大了 ,这都说不出来 。你们吧是鸟儿

在飞 ,我们吧就是那沟里的苍蝇 ,谁都烦我们 ,烦就烦呗 ,那能怎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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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谁能把谁怎么样了? 我只能管自己 ,我还能管别人怎么想 ? 苍

蝇就苍蝇 ,我就想当苍蝇 。”

在这样的自我认知之外 , “剥削感”和“压迫感”是普遍存在的 。“新

失业群体”的“剥削感”与属于他们父辈的“老失业群体”的“剥夺感”不

同 ,不是基于失业前后地位的差距而更多地是来自于“工作生活”中的

遭遇和经历 ,比如很多被访者所提到的在工厂劳作时企业主的“剥削”

与“欺诈” ;而“压迫感”则来自于“非工作生活”中的经历:

“我恨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再压制着我们 。”

“社会怎么压制着你们了呢?”

“(长时间沉默)其实我一直想做个商人 ,但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都有前科(该被访者曾有劳改的经历),都受限制 。我的想法其实

挺大的 ,但我现在只能做对我有利益的事情……他们上层玩的是脑子 ,

我们玩的是身体 。我是想变好的。”

以这里个案为引子 ,我们把关注点转到他们对社会流动的认知上

来。作为年轻人 ,向上流动作为一个“梦”并没有完全消失 ,但现实生活

中的经历和诸多结构性的限制又常常让他们感到这是个“白日梦” 。有

的人选择了无奈地面对生活 ,有的人则寄希望于“一夜暴富”式的博彩 。

在这当中 ,一个特别值得指出的现象是 ,尽管年纪轻轻 ,但更多的“新失

业群体”已经不再去“想”向上流动的问题 ,他们不奢望自己能够成为一

个诸如企业家 、白领那样的“成功人士” ,对他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如何

维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需求” 。这甚至已经体现在他们对自己子女的

期望上:

“孩子现在是她奶管 。现在上小学 。不听话 ,很不听话 。不听话的

时候就打 。现在打也打不听。那也就没办法。她要愿意念书就让她

念。卖血也让她念。要是不愿意念书 ,就不让她念了 ,她不是那块料也

念不好。女孩吧 ,以后嫁个有钱人就得了。有文凭当然好 ,没有文凭的

也能嫁个好人 ,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心态无论对于未来社会保障制度微观上的设计 ,还是

未来中国社会宏观上的结构演变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 ,我

们还可以窥见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如何在个体的心理层面产

生影响 ,从而内化为个体的心理认同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早在“新

失业群体”还处于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萌芽 ,比如各类所谓重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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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重点大学 、“快慢班” 、“实验班”这样的层级划分就已经预设了他们

的“分层意识”与“可能生活”(“上重点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 ,不上重点

高中就是为了赶紧找个工作”),我们现在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制度和

心理两个层面来改善我们的分层和流动机制 ,使我们的社会更好地运

转起来。

(二)社会关系与“圈子” :一个碎片化的脆弱网络

如果像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新失业群体”在经济资本 、文

化资本 、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那么他们究竟能

够依靠谁 ?又是从哪里获得支持的呢? 如果“新失业群体”如我们所描

述的那样感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存在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 ?

……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他们的社会“圈子”中找到部分的答案。

关于“新失业群体” ,人们的一个常见的想象是 ,他们可以通过血缘

关系获得帮助。但事实上 ,处于失业状态的他们很少从这种关系中获

得实质性的帮助(换句话说 ,如果能获得帮助 ,他们可能也就不会失业

了),这既有客观上的限制(“大家都是穷亲戚”),也有主观上的排斥

(“不愿意到亲戚的店里干活 ,很多东西说不清 ,还不如给别人打工来得

爽快 。”)———后者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日益冷淡的血缘关系和日益强

化的利益关系。

既然血缘关系已经淡薄 ,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就会相应上升 ,甚至成

为他们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网。每个“新失业群体”都有自己的一个社交

“圈子” ,这些“圈子”的特征各不相同。但下列三个共性还是具有普遍

意义的:

1 、他们的“圈子”在社会地位 、生活经历 、生活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同

质性 ,且这种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复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没有选择的

选择 。

“你既然想变好 ,为什么还和胖子这种(自称败类的)人来往呢?”

“(短暂的沉默)你和别人交往 ,除了看别人是什么样的人 ,还得看

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是吧?! 我自己就这 X 样 ,还能和什么样的人交

往呢 ?我去找人家 ,人家能甩(东北方言 ,理睬的意思)我吗 ?胖子说我

们是社会的`败类' ,他也许是 ,可我不是。但我只能和这种人混在

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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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圈子”中的社会关系又可继续分为“核心”和“非核心”两类。只

有极少数人可以相互进入“核心” ,更多的则是一种类似于“浮萍”的

关系 。

“你们平日里是不是经常粘在一起 ?”

“我们平时都各忙各的 ,有事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其实你说我们这

种人吧 ,朋友一大堆 ,走在马路上随便遇上一个人都认识 ,但大家都是

点头之交 。真正的知心朋友没几个 ,特别是有的人 ,表面上和你笑着说

话 ,背后可能还会捅你一刀 ,这种人最阴险。”

3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 ,是一种普遍的不信任 ,这一点既影响了他们

行动模式的选择 ,也对诸如婚姻 、求职 、经商这样的经历产生重大影响 。

“在这个社会上混 ,靠的就是朋友多 。但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靠得

住。真正你有难的时候 ,没有几个能待在身边 。连亲戚 ,老婆都不能

信。真正信得过的只有这些比较好的朋友。其他的人跟我说话 ,我都

要在头脑中考虑一下 ,过一下滤 ,想象它是不是骗我的……其他朋友说

多了都是假的 ,只有在金钱上能流动的才是真的。”

于是 ,一种碎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个网络

不是一个建立在充分整合基础上的共同体 ,而是每个人以个体的形式

面对每个人的松散结合 ,它脆弱到有时候甚至只能以金钱来维持 。“新

失业群体”从这个网络当中获得的 ,可能是满足日常情感诉求的对象 ,

可能是维持日常生存需求的信息 ,甚至还会有最朴素的社会援助 ,但他

们不会从中形成集体反抗的力量 ,至多只能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式的

零星应对 。

(三)情感价值与家庭预期:及时行乐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模糊

边界

　　婚姻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设计 ,通过婚姻 ,新的家庭得

以诞生 ,人类社会得以延续 。在中国 ,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仍然是整

个社会对青年男女的人生轨迹的最为基本和不容质疑的要求。“新失

业群体”中的许多数人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 ,然而 ,我们的调查

发现 ,与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期许不同 ,大多数“新失业群体”在泛婚姻问

题上的现状是:同居的多 ,结婚的少 。

“准备时候结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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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嘛 ,怎么说呢 ,现在同居其实也很正常是吧 ,至于结婚嘛 ,至

少得等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行 ,还得找个真正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

我和他生活了两年 ,感觉还是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不过也说不定哪

天头脑一热 ,就嫁给他了(笑)。我们还年轻 ,还没到安定的时候 。”

这一现象与媒体所报道的所谓白领阶层中的“单身族” 、“丁克族”

有着根本的不同 ,后者选择单身的原因主要是价值层面的“叛逆” 、事业

上的追求或者生活圈子的狭小 ,而“新失业群体”之所以不结婚 ,首先还

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因素。通俗地说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婚姻 ,已经不

单纯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 ,而是一件牵涉到家族利益 、经济利益的群体

事件;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仍然是“门当户对”式的社会地位的再生产 ,

但许多家庭依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女

方 ,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些都无疑增加了结婚的“成本” 。

然而“结不起婚”仅仅是“新失业群体”不结婚的一个客观原因 ,更

重要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结婚” ,“不想结婚”的

原因很多 ,有的是逃避社会责任 ,有的是图个潇洒自由 ,还有的 ,则对现

代婚姻抱有深深的“恐惧” :

“现在我也不相信什么爱情了 ,婚姻了……我不是不想结 ,结婚没

有意思啊 。结婚能有什么意思 ?两个人就能白头到老吗? 我以前有个

女朋友 ,她跟了我 8年 ,后来还是跟别人跑了 。结婚能有什么意思。你

有钱的时候能跟你在一起 ,没钱的时候就没有了。”

但是 ,婚姻可以抵制 ,性的需要却不能抗拒。于是 ,同居 ,成了正当

青壮年的他们的“最优选择” ———婚姻 ,可能真的是他们没有认真去考

虑过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没想过结婚 ,你说啥都没有结啥婚呢 !我们俩在一起也不

讨论这个问题 ,结婚的事放到 27岁以后再说。我们俩都比较现实 ,实

打实的 ,该咋地就咋地 ,别玩虚的 ,扯那个没用 。”

客观地说 ,仅仅从生活方式来看 , “同居”同“婚姻”并无太大的区

别———都必须有人承担最起码的日常生活的支出;而我们也不排除有

人通过同居最终走向婚姻的可能 。所以选择同居的青年 ,往往也是选

择了一种增加自身社会责任的方式 ,他们当中必须得有一个人有收入

来源;他们逃避的 ,可能仅仅是社会和家庭附加给婚姻的沉重负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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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逃避社会责任的方式就是只进行婚前性行为。必须指出的一点是 ,

对有的男性被访者来说 ,性交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最为“正常”的组

成部分之一。请注意 ,诸如明目张胆的去“嫖娼”和洗浴桑拿这样的“涉

性的行为” ,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生理冲动和排遣无聊的生活 ,而且

也成为他们进行“公共交际”和“人情往来”的重要场所和主要方式之

一。而对有的年轻女性来说 ,涉足“性产业”成了她们最主要的经济

来源 。6

6 女性涉足“性产业”的原因 ,绝非常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 , 既有的研究表明 ,很多女

性涉足“性产业”其实是一个在求职过程中不断遭遇挫折后不断“向下流动”的结果(黄盈盈 、

潘绥铭 , 2003)。

当然 ,不是所有的“新失业群体”都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调查中 ,也

有很多年轻的夫妻。常见的一种模式是 ,男的在外挣钱养家 ,女的在家

做家务或带孩子 ,即所谓的“全职妈妈”或“全职太太” 。从严格意义上

来说 ,她们已经不在我们所界定的“新失业群体”的范畴之内 ,但通过对

她们的访谈可以得知 ,这种所谓的“男女分工”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下是

一种出于维持基本家庭生活而被迫采取的策略或选择 ———完全可以想

见 ,对于一个为生计奔波的男性而言 ,妻子如果也出去工作 ,家庭可能

就会“名存实亡”或者解体 。对这样一种家庭分工和结构会对夫妻双方

的生命历程 ,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

讨。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两点是 ,第一 ,对有孩子的家庭而言 ,孩子已

经成为这些父母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对孩子的关注甚至超过自己 ,

可目前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对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成长并不有利 ,如何制

定出“面向下一代的政策”成为当前一个紧迫的问题 。第二 ,对这些家

庭而言 ,即使夫妻中的一方有收入 ,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然脆弱 ,必需

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成为压垮这些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支的家庭

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 、“新失业群体”的未来:面向下一代的发展

作为对上文的一个简单小结 ,我们发现 ,无论在“工作生活”中 ,还

是在“非工作生活”里 ,“新失业群体”面对的都是一个其他失业群体不

曾面对的“制度真空”的环境。他们不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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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如单位 、社会保险机构等)作为

支撑 ,也不像 1980年代初的失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 、招工等

制度设计重新就业。这种“制度真空”是一个在学校到市场的转折点上

发生的“制度抽离”的后果:如果说在学校时他们还可以在一个教育制

度的框架内寻求支持的话 ,那么一旦步入社会 、进入市场 ,他们就不得

不以零碎的个体形式面对市场和社会 、完全通过自身及家庭的“神通”

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这就需要我们去反

思国家的制度设计及其实际运行。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讨论国家针对“新失业群体”的制度设计 ,很大

程度上是在讨论国家针对“新生劳动力” ,尤其是“城镇新增劳动力”的

制度设计 。其实 ,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新生劳动力”这一问题的存在 ,并

将其界定为现阶段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的三大表现之一 ,但他们的就

业问题与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相比 ,显然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之所

以如此 ,在我们看来 ,乃是建立在下列三项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的:

第一 ,我国的就业矛盾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1980年代初

的重点是大量回城知青和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 ,这一问题业已通

过“广开门路 ,搞活经济” ,尤其是大力兴办集体企业的形式得到相应的

解决 。进入 1990年代以后 ,就业转失业的问题开始显现 ,就业压力开

始集中到一批长期失业者的身上 ,同时 ,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问题也相

对突出。目前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群体 。至于

“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则相对显得不那么紧迫 。

第二 ,与“新生劳动力”相比 ,就业转失业人员处于更为不利的地

位 ,其中“4050人员”属于“大龄困难就业对象” ,因此有关方面为其提

供更为特殊的照顾。一位受访的基层官员的观点即很有代表性:

“从国家角度来讲 ,新成长这批人远不及就业转失业这些人严重 ,

就业转失业的人一方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可能是一个家庭

的顶梁柱 ,但是新成长劳动力往往在家庭中只是一个附属作用 ,他们还

有家庭保障 ,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不上就业转失业那批人大 ,所以国家

的重点自然要放在就业转失业的人员身上 ,毕竟他们背后牵扯的是一

个家庭……另外 ,初高中甚至大学生的素质肯定要比老的失业人员强 。

只要你不挑不拣 ,找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国家还是劳动密集

型的产业比较多 ,就业吸纳能力比较强 ,尤其对于这些初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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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

另外 ,在政府看来 ,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就业转失业人员上 ,也是延

续“三条保障线”政策的需要。总之 ,政府对“老 、中 、青”三代人的政策 ,

用最简洁的话概括 ,就是“保老 、扶中 、促青”。

第三 ,“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可以通过教育和市场两个场域来

解决(至少是缓解),所以国家也就将“新生劳动力”就业政策的重点 ,放

在了教育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前者表现在国家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

训 、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政策上(大学扩招其实也应该包括进来),后者

则表现在针对“新生劳动力”的就业 ,政府基本上采取鼓励自谋职业和

自主创业的措施上 ,其实质 ,就是把他们抛向市场 。

我们当然不是要对上述的三点假设进行全盘的质疑 ,相反 ,我们认

为前面所涉及的政府关于当前就业矛盾和特征的分析是准确的 ,主要

的政策方针是必要和正确的。然而 ,现在的问题是 ,不仅上述的假设在

多大程度能够成立本身就需要反思和质疑 ,而且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

发生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上 ,似乎还有进一步推敲和研究的

必要 。

首先 ,我们所定义的“新失业群体” ,或政府所定义的“城镇新增劳

动力” ,是否真的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优势? 至少从我们有限的个案显

示 ,他们的优势并不明显 ,甚至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例如 ,国家对“老

失业群体”的再就业有着种种的政策倾斜和优惠措施 ,如减免税费 、小

额贷款等 ,而这些政策和优惠“新失业群体”统统不能享受(而与“新失

业群体”无论在年龄 、生活境遇等都相差不大的“下岗失业青年”却可以

凭借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享受这些政策优惠)。再比如 ,现在市场

上更多的就业岗位属于技术工人 ,尤其是熟练技术工人更受青睐 ,而

“新失业群体”往往缺乏相应的专业劳动技能和劳动经验 ,他们只能选

择门槛较低同时也是劳动力市场最不规范的“第三产业”就业 ,不仅就

业的环境最为脆弱 ,而且基本没有任何的保障 。这一状况随着他们年

龄的增大会更加恶化 ,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

其次 ,他们的就业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像政府所设计的那样通过

教育和市场两个场域来解决值得质疑。现在的一个现实是 ,劳动预备

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其实已经破产 。而“市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遭

遇到了困境。将“新失业群体”完全推向市场 ,由市场来决定他们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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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失业与否 ,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显然 ,这时

就需要一个公共机构来发挥调节和平衡作用 。可在“市场主义”思想的

指导下 ,目前针对“新失业群体”不仅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 ,而且对

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力度也不够 ,更没有专门的政策法规 。

最后 ,更重要的是 ,一些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 。(1)中国未来

失业人员的主体或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 。随着“老失业群体”的年龄逐

渐增大和退出劳动力队伍 ,我国的失业人口将由现在的以“就业转失业

人员”为主 ,转为以现在的“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

策的衔接问题 ,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2)“城镇新

增劳动力”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 ,在年龄上也即将步入生命周期中最

重要的阶段 ,如结婚 、生子 、父母衰老甚至过世 ,他们的负担会更加沉

重。在七 、八年前甚至十几年前 ,当这个群体最初的成员刚刚跨入“待

业人员”行列的时候 ,许多人只有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 。对于他们来

说 ,家里并不特别指望他们的收入 ,父母的收入大体可以维持他们的基

本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啃老”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对于

他们来说 ,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个未知数。

当然 ,对具体制度设计的讨论并非本研究的目的 ,也非本文的篇幅

所能涵盖 。作为针对“新失业群体”的宏大研究的第一步 ,本研究想强

调的是 , “新失业群体”的未来保障模式的设计与选择 ,不仅仅是个劳动

和社会保障问题 ,更是一个思维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

对“新失业群体”日常生活状况 、家庭状况 、行为模式及内心世界的揭示

所试图证明的是 ,不仅那些诸如“国家不管市场管 ,市场不管家庭管” 、

“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是他们自己的观念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新失

业群体对社会稳定关系不大”的观念是错误和危险的 ,而且目前整个国

家的制度设计中对“新失业群体”的漠视态度 ,或者说囿于智慧匮乏而

采取的“逃避”策略 ,都是掩耳盗铃式的消极应对。为此 ,在整个社会发

展战略的考虑上 ,应更加强调“面向下一代的发展” ,切实改善下一代的

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孙立平 , 2003b)。现有的模式是把所有资源优

势全部向“老失业群体” ,尤其是向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倾斜 ,而“新失

业群体”却面对一种“制度真空”的尴尬。可如果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

种选择 ,一种是他们自己勉强获得一种非正式的再就业机会 ,而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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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是他们仍然处于失业状态 ,但他们的孩子有

就业机会 。人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强调一

种面向下一代的发展战略 ,就是要强调将“眼前的紧迫性问题”放在适

当的位置 ,立足长远 ,形成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造就下一

代的适应和发展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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